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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新城乡关系的国际研究动态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rends on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s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s

李嘉宁  王志勇  白勋
LI Jianing, WANG Zhiyong, BAI Xun

摘要：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新城乡关系是一种旨在以生态系统服务为纽带，联系城乡、促进城乡共荣的理论与路径。本文在解析这一概念内涵的

基础上，梳理其国际研究动态，通过分析近 20 年的文献，发现除有少量研究提出或深入阐释了这一新城乡关系的概念外，学界早期主要关注城乡

居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知与偏好差异，致力于促进城乡社区合作；随后开始量化和评估城乡梯度上的生态系统服务，以明确特定生态系统服务

在城乡空间的供需关系；同时，联系城乡的生态系统服务产品设计、城乡多元主体下的制度与管理研究快速发展，为新城乡关系的市场化途径和

可持续治理提供支持；此外，城乡交错带的生态规划与管理成为近年来新的研究热点，以促进城乡生态资源共享和协同管理。基于此，笔者建议

未来研究应着重关注城乡区位条件对新城乡关系的影响，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居民的认知和偏好，生态产品的可持续商业模式，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共同利益和信任关系，以及城乡交错带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权衡等方面。

Abstract: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s, the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s a theory and approach aimed at connect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th the bond of 
ecosystem services, promoting urban-rural prosper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cept and reviews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new urban-
rural relationship. By analyzing literature from the past 20 years, it reveals that research has mainly focused on six aspects: apart from a few studies proposing 
or elaborating on the concept of the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early academia primarily concentrated on the residents’ cognition and preference 
differences towards ecosystem services, striving to promote urban-rural community cooperation. Subsequently, efforts were made to quantify and evaluate 
ecosystem services along urban-rural gradients to clarify the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of specific ecosystem services. Simultaneously, there have been rapid 
developments in designing ecosystem service products that connect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institutional and management studies involvi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providing support for the market-based approach and sustainable governance of the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recent years,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urban-rural transitional zones have become a new research focus aiming to promote the sharing and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influence of urban-rural location conditions on the new urban-
rural relationship, residents’ cognition and preferences in different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s,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s for ecological products, common 
interests and trust relationships among stakeholders, and the balance betwee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urban-rural transitional zon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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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进程中，偏向城市的城乡治理理

论主导了中国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历史过渡进

程 [1-2]。在这一发展观下，近乎单向的流动体制和模式使乡

村成为城市发展的腹地和农产品供应地，城乡要素间的交互

流动被削弱，出现了一系列城乡生态和社会问题（如农村的

面源污染、空心化、文化遗产流失，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减少、

用地紧张、食品价格上涨等）[3-4]。然而城市和乡村是有机的

整体，需要相互支持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1]。

自 1970 年代以来，受国际上城乡发展理论和各国城乡

关联发展计划的影响，多数国家的城乡关系开始从城市主

导的城乡“弱联系、弱互动”或“强联系、弱互动”向城

乡对等的“强联系、强互动”模式转变 [5]。促进城乡地域互

动和要素互补成为优化城乡地域系统、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的良策 [2]。近年来，随着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兴起，国际学

界开始关注乡村的生态、文化优势与城市的生态、社会问

题间的联系，形成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新城乡关系研究

方向。

生态系统服务指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利

益，包括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服务 [6]。基于生态系统服

务的新城乡关系本质是城乡间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再优化 [7]。

目前的理论研究主要关注城乡社会经济联系中潜在的生态系

统服务供应链，提出市场模式与政策建议 [3,8]，缺乏对实践

层面的空间规划、居民认知、利益主体合作等方面的融合。

因此，本文旨在综述国际上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新城乡关系

相关的研究动态，总结研究共识和各动态下进一步的研究方

向，以期为我国深入研究与实践这一新城乡关系提供借鉴。

1  新城乡关系与传统城乡关系

1.1  新城乡关系之“新”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新城乡关系是相较于传统城乡关系

提出的。国外的传统城乡理论主要包含三种发展观：城市偏

向观、乡村偏向观和城乡互动观。城市偏向观主张从乡村汲

取资源来哺育城市，以换取城市的产品、服务和治理；乡村

偏向观旨在反思城市偏向观下政府的不合理政策；城乡互动

观反映在早期田园城市、城乡关联等理论，以及 1970 年代
后的城乡联系与流、区域发展网络模型等理论中 [5,7]。我国

的传统城乡关系长期受城市偏向观的影响，在 20 世纪中叶
后经历了 50 余年的以乡促城阶段。进入 21 世纪，我国实施

了城乡统筹的一系列战略，但总体效果不明显 [4]。近年来，

学界更加关注城乡经济与社会关系，缺乏对城乡生态、文化

关系的深入探讨 [7]。因此，从理论角度，基于生态系统服务

的新城乡关系旨在填补国际理论对乡村地区深入剖析不足，

并解决现有宏观理论难以直接指导城乡实践的问题，可望为

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提供基于城乡生态联系的，促进城乡社

会、经济与文化融合的“新理论”。

从城乡实际问题来看，传统城乡关系下的乡村主要作为

城市的供给者，生产产品供城市消费，并伴随着农村人口与

财富的迁移。全球农业在 19 世纪初占据世界 GDP 的 80%

以上，到 20 世纪初则下降到约 50%，并持续下滑到 2000 年
的 4%[8]。中国农业曾贡献近 90% 的 GDP，且在 30 年前仍
占 30%，如今却不到 10%[9]。乡村经济发展不足，加上人口

庞大，相对贫困仍然存在。在生态方面，过去多数乡村以森

林资源损失、土壤侵蚀和污染、空气和水污染等为代价，追

求农村商品的快速生产。尽管农村生态状况在近年来有所改

善，但仍缺乏有效的市场化途径来统筹城乡生态、经济和社

会发展。因此，从实践角度，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新城乡关

系是以市场化方式探索城乡共荣的“新路径”。

这一新城乡关系旨在维持乡村供给服务的同时，保护与

恢复城乡生态，改善农村人口就业和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这种关系聚焦于乡村可为市场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在传统

的城乡关系中，这些服务往往由乡村免费提供，因缺乏系统

管理，其质量和数量不足以让城市居民付费。新城乡关系鼓

励城市居民为乡村提供的更多、更高质量的生态系统服务埋

单，使乡村居民认识到这些服务的价值，从而维护和改善这

些服务，实现城乡共荣 [3,8]。这将促进生态系统服务的估值

变现、乡村可持续农业的实践以及乡村人口的增收，同时为

城市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降低部分成本，如降低因环境污染

而产生的医疗费用，减少自然灾害对企业基础设施、供应链

和市场需求的负面影响。随着城市居民为乡村生态系统服务

付费的普遍化，原本由政府补贴或慈善项目支持的环境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资金将被纳入 GDP[8]，形成城乡生态—社会系

统的良性循环。因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新城乡关系对于

统筹解决目前的一系列城乡问题具有巨大的潜力。

1.2  联系城乡的各生态系统服务
全面了解乡村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与城市地区的联

系，有助于理解城乡协同发展的新关系，促进农村采用最佳

管理实践并建立可持续的土地管理系统，支持农村的经济活

动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生产力，同时造福城市居民。

供给服务方面，城市地区的持续扩张和人口增长导致淡

水、食品、能源、纤维等资源消耗量增加 [10-11]。相比于物质

通量有限、运输和关税费用高昂的进口商品，乡村生态系统

供给的产品能更便捷且经济地满足城市地区的紧急需求 [12]。

这些产品多由企业、村集体或农民投资和管理，可促进乡村

增收 [13]。

调节服务方面，城市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能力普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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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区 [14]，而人口稠密使城市地区在气候变化、空气污染、

极端天气事件等冲击下受到更严重的影响 [3]。因此，乡村生

态系统提供的调节气候与空气质量、净化水质和处理废弃物、

缓解水土流失、调节自然灾害等服务对城乡生态系统和居民

都有益处 [15-16]。

文化服务方面，乡村生态系统提供自然感知与体验、娱

乐休憩、精神审美等服务的能力明显高于城市地区 [14]。这

些服务既包括自然风光休闲服务和野生动植物观赏等公共产

品，也包括盈利性的旅游景区、休闲农园和农家乐等具有排

他性和竞争性的商品 [17-18]，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美学、

教育、乡土情结和民风民俗等多重收益，并促进村民增收和

对乡土景观的价值认知。

支持服务方面，乡村生态系统的支持服务包括营养循环、

生物物种维持与栖息地支持、初级生产等，是构成乡村生态

生命支持系统、维持和生产其他服务所必需的服务 [6]。这些

基础服务通常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在乡村管理实践中需要与

其他服务进行权衡 [17,19]。

2  相关研究主题动态分析

截至 2023 年 9 月，笔者通过在中国知网（CNKI）核

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和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

据库进行检索——中文期刊以“生态系统服务”并包含“城

乡”为主题检索词，英文期刊以“ecosystem service”为所有

字段检索词并包含“urban、rural”两个主题——共检索到 

1 383 篇文献；从中筛选出以生态系统服务为纽带建立新城

乡关系的文章，剔除提及城、乡、生态系统服务但未建立三

者联系的文章（如研究某城乡整体范围提供的生态系统服

务）以及观点评述类文章，最终保留 115 篇有效文献，其中

包括 108 篇英文文献。

根据研究主题，这些文献可被大致分为 6类，如图 1所示。

学界早期主要关注城乡居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知与偏好，

这一领域在近年来仍属研究热点，数量最多（32 篇）。对于

这一新城乡关系的提出和阐释研究也在早期开展，但发展缓

慢（5 篇）。近年来，城乡梯度上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研究

（27 篇）以及城乡多元主体下的制度与管理研究（22 篇）

增长迅速。相比之下，联系城乡的生态系统服务产品设计研

究增速较慢（14 篇）。自 2017 年以来，纳入生态系统服务

规划与管理城乡空间，特别是城乡交错带的研究正逐渐兴起

（15 篇）。

3  新城乡关系相关主题研究进展

在 6 类研究主题中，“新城乡关系的提出和阐释”是整

体研究的概念基点，已有文献从核心内涵、理论依据及其相

较传统城乡关系的创新性方面加以界定（参见本文引言与第

1 节），其思想亦已内化于后续具体研究方向。本文依循“空

间认知—主体认知—价值实现—治理支撑—空间落实”的逻

辑链条，构建由理论走向实践的系统框架。具体而言，供需

格局分析奠定空间认知基础；关注主体认知差异以弥合城乡

居民的价值偏好，夯实社会基础；探讨价值实现，将生态系

统服务转化为可交易的产品或服务；以制度与治理支撑保障

图 1  各主题文献数量累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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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市场的有效运行；最终通过空间规划与管理落实上述

环节，提供具体的空间载体与韧性保障。

3.1  城乡梯度上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关系
对城乡梯度上生态系统服务的量化和评估有助于理解其

供需不平衡的空间格局，从而识别作为关键纽带的特定服务，

有针对性地联系城乡。克罗尔等（Kroll et al.）的经典研究根

据与城市中心的距离划分城乡梯度，量化和绘制了 1990 年、

2000 年、2007 年能源、食品、水三种供给服务在空间上的

供应和需求值 [12]。随后，该类研究在供给服务与调节服务方

面得到重点发展（图 2），关注食物、淡水、原材料、能源

的供给以及气候、空气质量、固碳、水分的调节等方面。此

外，还逐渐关注文化服务，尤其是户外休闲娱乐。2015 年
开始，对支持服务的分析也加入其中，涉及生境质量、养分

循环、土壤形成等（图 3）。研究范围从最初涵盖多城市的

某个地区 [12,14]，逐步扩大到省级 [20]、国家 [21] 乃至全球范围 [15]，

同时也有研究聚焦城市范围或城市重点区域 [22-23]。城乡间的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为在空间上揭示其供需关系进而推动城乡

空间治理研究提供了基础认识。

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往往存在自相关性，因此生态系

统服务束（ecosystem service bundles）成为探索供需关系的

新方式。鲍罗等（Baró et al.）在巴塞罗那地区确定了 5 种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束类型，包括食物供应、气候调节、空气

净化、侵蚀控制和户外休闲，并据此对城乡空间进行分类与

匹配，为判别与建立具有潜在生态系统服务束的关键区域提

供了定量途径 [24]。哈伯曼和本内特（Haberman & Bennett）

在全球范围扩大了研究，识别出 7 种生态系统服务束原型，

涵盖了供给服务（农作物、牲畜、淡水供给），调节服务（碳

固存、碳储存、空气质量提升与水质净化）以及文化服务

（户外娱乐），并指出相对较富裕的城市更依赖农村腹地提

供的调节服务，较贫穷的或人口较多的城市则更依赖食物

供给服务 [15]。这种集多种相关生态系统服务于一体的研究

方式有助于整体认识城乡间的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便

于规划与政策实践。

城乡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不匹配程度与城市扩张和人口

增长密切相关 [25]。在城乡梯度上，食物、淡水与能源供给、

气候与水分调节、生境质量、土壤形成与保持、户外休闲娱

乐等服务总体呈上升态势 [12,14,26]。例如：在植被茂盛的地区，

气候调节、水土保持和户外游憩等服务显著增加 [27] ；在水域

面积较大的地区，粮食产量、水资源保护和废物处理等服务

也会激增 [26] ；在矿产开采或种植能源作物的地区，能源供给

服务达到峰值 [12]。相对应地，水资源与能源需求、空气净化

与气候调节、文化服务等方面的需求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在

工商业用地集中区域、矿产开采区、人口密集地以及成型树

木减少的地区，部分服务需求也会出现峰值 [12,18]，使整体趋

势呈现波动状态。总体上，城乡梯度上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情

况虽存在一定规律性，但空间异质性亦较强，与区位条件也

密切相关，需结合具体情况开展具体分析。

图 2  2012—2023 年研究中提及各生态系统服务子类的文章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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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乡居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知与偏好
研究城乡居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知与偏好有助于通过

教育、宣传等方式弥合城乡居民的观念差异，促进公众参与

和城乡社区合作，使新城乡关系更加包容和可持续 [28]。

在生态系统类型上，森林生态系统一直受到高度关注。

相关研究内容涵盖了城乡居民对森林生态系统的供给、调节

与文化服务 [29-30]，与产生或维护这些服务相关的森林生物多

样性 [31]，林分结构 [32]，管理目标 [33] 等方面的认知和偏好。

近年来，学界又逐渐关注了城乡居民对水域（河流、湿地、

水塘）[34-35]、农田 [36]、草原 [37] 等所提供服务的认知与偏好差异。

在服务类型上，多项研究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城乡居

民高度重视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 [34,38]，他们在生态方面的关

注内容基本相同，但在文化方面略有差异。例如：重视乡村

森林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旱涝调节和水质净化，以及森林

所带来的精神价值。但有一点区别是，乡村居民将其视为祖

先的精神依托之处，城市居民则更注重其休闲游憩的价值 [29]。

供给服务在乡村居民中更受重视 [38] ：一方面，这是因为与城

市居民相比，乡村居民的生计和福祉与森林、水域等自然资

源的生产功能紧密相关 [29,33-34]；另一方面，城市居民普遍具有

较高的教育水平，因此能够认识到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 [34]， 

并需要更多样化的生态产品来满足多元化的生活需求 [39]。然

而也有个别研究得出相反结论，如杨等（Yang et al.）在陕西

的研究中发现城市居民更重视供给服务，而乡村居民更重视

调节服务。这可能缘于城市地区相对缺乏供给服务产品，而

水土流失调节、洪涝调节等服务对乡村居民的生活更为重要，

这种差异可能与陕西生态系统服务的类型以及社会、人口特

征有关 [40]。因此，结合区域的社会、文化背景对生态系统服

务的认知与偏好开展更深入的研究，仍然值得关注。

3.3  联系城乡的生态系统服务产品
生态系统服务产品涵盖了创造、利用和促进生态系统服

务利益的商品和服务。这些产品旨在满足城乡社区的需求和

偏好，通过市场交易促进城乡互动与互利。

乡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向城市提供高品质食品、天然资

源和燃料等产品，增加供给服务在城乡市场中的流通。这包

括完善交通和电信基础设施，发展社区支持农业项目，为农

民提供培训，以发展可持续农业实践，推动农业和农林业系

统的协同发展，结合物联网设备倡导直销在线平台等 [3,13,41]。

除此之外，还需建立城乡间的生态系统服务供需链，加强城

乡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联系，通过市场和政策的协同

作用促进新城乡关系的建立 [3]。然而，制定具体的干预措施

还需考虑城市市场规模和农村生产者经济情况的差异性 [42]。

调节服务对产品设计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为确保乡村为

城市提供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调节服务能够

发挥出最大效益，既需要修复、维护和优化乡村的生态系统，

又需要促进多利益主体间协作，以改善产品设计和执行方 

图 3  各生态系统服务子类的文章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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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43]。此外，还存在一个难点，即乡村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主

要依赖于乡村的水资源和自然植被等公共资源，而这些资源

往往被城市居民视为理所当然，难以实现商品化 [17]。因此，

为了在城乡之间建立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的市场机制，需要关

注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市场参与者的治理方式和经验。

乡村文化服务产品包括乡村民宿和酒店、美食、护理农业、

耕作体验、民俗活动和生态与文化知识体验等，需要以乡村

旅游为载体 [9,44-45]。为此，有学者建议建立完善的产品开发系统，

包括乡村全域旅游规划、废旧建筑改造与修复、导览和指示

系统设计、主题故事解说系统和文化认知路径设计等，以激

发游客的积极情感 [9,44,46]。此外，还需要多层次的服务供给，

确立乡村特色品牌，开发适应游客需求的产品。在设计过程

中，应综合考虑农村人口实现经济多样化的机会，同时满足

游客对差异化服务的需求，兼顾活动和场所的在地性和多样

性 [44-45]。总体而言，在通过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地联系城乡

方面，产品设计和市场机制起着关键作用，而如何建立关于

生态系统服务产品的可持续商业模式值得深入探讨。

3.4  城乡多元主体下的制度与管理
城乡多元主体的合作网络致力于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

将城乡的治理结构相结合，实现生态系统服务的有效利用和

可持续管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

3.4.1  新城乡关系下的乡村受益情况

乡村的受益情况是衡量新城乡关系是否有效促进乡村减

贫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准，需要同时考虑乡村层面和家庭

层面。一项研究发现，为目标城市供给食物与乡村的整体减

贫密切相关，而家庭更注重提供文化服务来提升减贫效果 [47]。

此外，激励措施可以促进农民参与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机制。

然而在实践中，农民的实际回报往往远低于预期，难以满足

基本需求 [48]。同时，长期累积的现金回报可能超过某些地区

土地的实际价值，从而削弱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计划的效果。

因此，结合现金激励与非现金福利（如改善教育、提供就业

等）或许是提高农民在新城乡关系下积极性的最佳途径 [49]。

3.4.2  多利益主体的角色定位及其在生态、社会经济过程中的

参与

各利益主体的角色和参与方式决定了城乡间生态系统服

务的转移流动。古特曼（Gutman）的研究鼓励农民成为生

态系统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企业有责任创造市场条件，提高

社会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可度和支付意愿，政府应监督运营

过程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8]。在对坦桑尼亚的案例研究中，城

市自来水厂为乡村提供的优质淡水资源付费，社会组织和村

镇当局作为执行者和监督者，确保符合条件的农民收到相应

的费用 [50]。另一项研究分析了巴西某乡村生态保护与城市发

展的关系，旨在促进各利益主体在城市居民付费机制下参与

乡村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开发与管理 [10]。然而，多数案例

研究尚缺乏系统的认知范式。2019 年，加布雷和格布雷梅

丁（Gebre & Gebremedhin）对乡村可提供的各类生态系统

服务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社会经济联系和政策建

议 [3]。未来可以通过结合案例分析与阶段性系统整理，促进

对多利益主体角色和参与过程的理解。

3.4.3  多利益主体的治理机制

行之有效的治理机制是促进乡村受益和多方积极参与的

关键。学界普遍认为，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需要采取福柯

式治理术，运用权力机制来推动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顺利进

行。布勒克尔和福斯（Bleeker & Vos）的研究揭示了秘鲁利

马流域生态系统付费机制背后各主体建立的复杂关系和权力

博弈，这促进了水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间的互动关

系 [51]。霍梅斯等（Hommes et al.）的研究表明，拉丁美洲三

个城市政府通过治理策略重塑了城乡居民的主观意识和行为

方式，实现了农村为城市供水的目标 [52]。对于非政府组织，

则需要与市场参与者合作，创造非国家权威和合法性，促成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53]。

尽管部分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些共识，但尚未形成系统性

的研究结论。后续研究需要整合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确立

共同目标并实现共同利益。此外，还需加强对利益相关者之

间信任关系的研究，评估多利益主体合作网络的绩效和有效

性等，以促进新城乡关系的包容性发展。

3.5  城乡划分调整与城乡交错带生态规划

3.5.1  将生态系统服务指标引入城乡划分调整

城乡边界随着城乡社会—生态系统的发展演变。因此，

结合即时的生态与社会指标来调整城乡分区有助于将生态系

统服务纳入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部分研究已作出尝试。

例如：针对印尼井里汶大都市区的旱涝灾害挑战，选取与生

态水文学相关的因素重新划分城乡空间，以优化水资源的需

求与供给 [54] ；对于西班牙马德里城市扩张带来的生态问题，

选取与景观结构和社会福祉相关的指标划分城乡空间，以提

升城乡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 [55] ；或选取

与马德里大都市区居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指

标，分析其空间供需关系，并通过城乡空间聚类来促进城乡

间的生态系统服务流动 [56]。总体来看，将生态系统服务指标

纳入城乡划分虽尚未在实践中产生显著影响，但为通过生态

系统服务应对当前的城乡生态与社会问题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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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城乡交错带的生态规划与管理

城乡交错带具有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潜力，但往往

又是城乡生态网络的断裂之处，这成为近年来城乡生态规划

与管理研究的焦点。

在规划层面，研究致力于增强城乡过渡地区的生物多样

性、生态连通性和生态系统功能，以促进城乡间的生态系统

服务流动，其中重点关注城乡交错带的生态安全网络（ESN: 

Ecological Security Network）和绿色基础设施（GI: Green 

Infrastructure）。部分研究侧重于改进这些网络和基础设施的

建立方法，如通过优化参数以增强网络韧性 [57]，识别和整合

关键生态要素 [58]，以及在重点区域实施 GI 以满足生态系统

服务需求 [59]。此外，还将城郊农业的生态系统服务纳入 GI

规划 [60-61]，以实践最优成本效益的行动。在管理层面，当前

研究侧重于重新耦合城乡资源流，包括有效利用城市排放的

废弃物和经处理的废水，实现城乡交错带的生态循环，弥补

乡村与城郊地区的营养流失 [62] ；以及通过有效管理使城乡交

错带为城乡居民提供优质的供给服务和文化休闲服务，促进

可持续的城乡关系 [59,63]。

目前，对城乡交错带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规划与管理研

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在实践中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服务

供应，并注意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以及各类型服务的内

部权衡问题，将是未来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

4  讨论与结论

现有研究分析出的若干主题及其进展为建立或加强城乡

间生态系统服务“纽带”提供了多种途径。基于这些主题，

笔者尝试构建了一个研究框架，以加强对研究热点的系统认

识，并为实践中的建设途径提供参考（图 4）。该框架主要

包括：通过分析城乡空间中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映射，确定

城市地区的需求及其周边乡村可提供的服务；权衡和协调城

乡居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知和偏好差异，以制定共同受益

的目标；设计乡村高品质生态系统服务产品，以满足或创造

市场需求，推动乡村发展；建立城乡多利益主体合作网络，

促进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的支持和参与，推动可持续治理；

专项规划城乡交错带，加强城乡生态连通和生态系统服务流

动，实现资源共享和协同管理。当然，这些途径需根据具体

地区的情境进行评估与分析。此外，未来研究还可从以下几

方面展开：建立新城乡关系的监测和评估系统，以加强管理，

改进相关措施；促进产学研合作，支持研究创新，将研究成

果服务于城乡规划和决策；支持可持续生计，确保乡村居民

受益并与城市居民开展良性互动；加强公私营部门之间的伙

伴关系，共同投资城乡地区生态系统服务项目等。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新城乡关系旨在以生态系统服务为

纽带联系城乡，促进城乡生态、经济与社会融合。本文通过

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发现：城乡居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

知与偏好差异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焦点。通过求同存异、公众

参与和社区合作，可以建立城乡主体共同推动下的新城乡关

系。对于城乡梯度上特定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供需映射关系、

生态系统服务产品设计和城乡多元主体下的制度与管理研究，

已经为建立生态系统服务供应链和管理链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此外，城乡交错带作为共生界面，具有为城市提供生态系统

服务、促进乡村就业和增收的潜力，成为近期的研究热点。

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城乡区位条件对新城乡关系（包括生态

系统服务供需格局、产品流通与市场化、治理合作网络构建

等）的影响，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居民的认知与偏好，生态

产品的可持续商业模式，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同利益和信任

关系，以及城乡交错带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权衡等方面。

在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中国正处于城乡

统筹发展的关键时期。发展这一新城乡关系有助于加强城

乡联系与互动，实现城乡生态资源的可持续管理、环境质

量的提升和资源配置的优化，同时缩小城乡差距，缓解大

城市病，改善乡村生计，实现城乡生态—社会系统间的良

性互动。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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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启事

在日常审读中，发现本刊 2025 年第 1 期文章《“观光

立国”战略背景下日本产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作者：任

亚鹏 刘启明 王江萍 王竞永）存在文字表述与图片信息方

面的错误，现予以更正。更正后的全文见我刊官网：

https:/ /www.upi-planning.org.cn/Magazine/Issue_
Content.aspx?ID=8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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